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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世界的宗教复兴通常被视为对全球和平及人类核心价值观

的威胁。 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温和伊斯兰、自由伊斯兰、民主

伊斯兰、非自由伊斯兰以及全球伊斯兰等诸多关于伊斯兰的叙事，实质上

都是反对当代宗教复兴的不同叙事方式。 基于此，本文从现代性视角分析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话语如何被现代主流话语所利用这一现象，以期为伊斯

兰主义者重新审视其面向欧洲受众的理论框架、制定使伊斯兰教免遭利用

的策略提供有益启示。 同时，本文还阐释了主流话语（即现代性话语）与其

对立面（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后现代话语）之间的对抗关系，并揭示出主

流话语和原教旨主义话语内部的变化仅仅起到完善话语本身的作用，而非

真正的本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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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５ＣＺＪ０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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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阐释伊斯兰复兴是如何被现代主流话语所利用的情况。 现代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温和伊斯兰、自由伊斯兰、民主伊斯兰、非自由伊斯兰（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ｓｌａｍ）以及全球伊斯兰（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等诸多关于伊斯兰的叙事，都是反对当

代宗教复兴的不同叙事。 本文从现代性视角分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话语这一现象，

以期为伊斯兰主义者重新审视其面向欧洲受众的理论框架、制定使伊斯兰教免遭利

用的策略提供有益启示。 同时，本文关注主流话语（即现代性话语）与其对立面（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后现代话语）之间的对抗关系，揭示出真正的变化实际上是话

语层面的变化，主流话语和原教旨主义话语内部的变化只起到完善话语本身的作用。

一、 反伊斯兰话语中的伊斯兰教

区分原教旨主义与原教旨主义话语至关重要，话语不应与传播媒介混淆，也不

能“等同于语言本身”。① 相反，话语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它是提供人们理解语言表达

和阐释包括个体存在意义的集合体。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和阐释现实的话语之间并

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这表明，话语是一种“生产某种真实事物的方式，使事物可

被识别、分类和认知，进而具有意义”②。 人们参与话语活动并不表明他们正在面对

现实，而是一种“塑造和重塑有意义的存在条件”的过程。③ 因此，参与特定的话语实

际上是一种兼具现象与本质双重特性的行为。

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其他任何异质宗教的原教旨

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本质表现形式进行区分至关重要，这对研究欧洲地区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话语的现象尤为重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绝不会被解释为特定宗教团体

所坚持的、可获得真主赞赏的基本原则，也不会被解释为他们在世俗的公共领域坚

持法律或宪法应当认可的特定仪式或文化实践。 从学术意义层面来看，原教旨主义

不一定是宗教现象，“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可能性，即关于‘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和‘基本原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的教条式争论不只限于宗教群体，而且还为所谓

的世俗争论提供了空间，如对受到质疑的经文进行争论，就像对宪法开展争论一

样”④。 但是，坚持从特定经文或世俗原则出发对原教旨主义进行理论阐释，会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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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现象内在的复杂性。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被千篇一律地置

于暴力、侵略、统治、奴役、种族清洗、掠夺、殖民、性别歧视、文化优越感和怀念往昔

辉煌的历史重负下进行解释。

历史上，在反伊斯兰话语的重负下，伊斯兰教曾先后作为“全面威胁西方世界及

其价值观和制度”或“难以承受的替代物”被引入西方世界。 “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整

体认知虽历经千年，却未发生根本性转变。”①这一现实表明，在欧洲人看来，伊斯兰

教的基本特征在欧洲“启蒙运动”后并未发生本质改变；从黑暗时代到启蒙运动再到

后启蒙时代，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威胁从未间断过。 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敌意通常被认

为根植于“伊斯兰”本身。 过去的一千多年里，伊斯兰教被描述为进攻性暴力和黑暗

的源头。 有趣的是，这种认识从中世纪黑暗时代持续到启蒙运动。 西方世界发生的

实质变化并未改变 １１ 世纪的“反伊斯兰话语，这种话语迄今仍在定义和解释伊斯兰

教，并决定着伊斯兰教的本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穆斯林”②。

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形式，还是现代主义的

世俗形式———的根本威胁，不仅在于它声称是一种天启宗教，还在于它宣称“已经完

成了亚伯拉罕启示的使命”③。 这意味着基督教神学基础及其制度尚不足以理解真

主意志，因为真主在早先启示中传递出的使命必须依据《古兰经》和“圣训”来解释。

因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本质上不同于两个帝国之间争夺领土、谋

求政治霸权的对抗，而是一种世界观、神学观、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的对立。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矛盾，但许多人都声称《古

兰经》和“圣训”中的许多提法常常“与《圣经》的记载相一致，尽管有时也存在差

异”④。 因此，伊斯兰教的认识论传统始终令基督教神学主张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受到

威胁。 问题还在于，“伊斯兰教过去和现在的使命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核心观点高

度相似”⑤。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体现在伊斯兰教在基督教信仰地区的迅

速传播。 仅一个世纪，伊斯兰教便从麦加传到了北非，从里海传到了西班牙，许多基

督教信仰区转变为伊斯兰教信仰区。 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使基督教信仰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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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遍性受到质疑。 基督教形而上学的观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解释为现实世界的

妖魔化。 他们（许多是基督徒）提出了通俗且存在争议的理由，“伊斯兰教通过刀剑

和先知依靠一夫多妻及妻妾制度的方式进行传播”①。

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被解释为反基督教或反犹太教的宗教势力，在

本质上否认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合法性基础，伊斯兰教认为这两大宗教歪曲或败坏了

先知摩西、耶稣倡导的基本教义。 为了替玛丽（《古兰经》中的麦尔彦）辩护，《古兰

经》传述了玛丽与她族人的谈话：

哈伦的妹妹啊！ 你父亲不是缺德的，你母亲不是失节的。 她就指一指那个婴

儿，他们说：“我们怎能对摇篮里的婴儿说话呢？”那婴儿说：“我确是安拉的仆人，他

要把经典赏赐我，要使我做先知。”（１９：２８－３０）

伊斯兰教坚持维护《古兰经》定本的中心地位及有效性，而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受

到启示时却未能维护上帝赐予他们的《圣经》。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存在这

样一种内在的竞争关系便不足为奇了。 伊斯兰教与其他两个宗教之间的敌对关系

不仅具有政治实质，更有特定的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基础。 《古兰经》否认耶稣

是圣子这一基督徒的基本观念。 《古兰经》如此提及耶稣：

“……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这是麦尔彦的儿子尔萨，这是

你们所争论的真理之言。 “真主不会收养儿子———赞颂安拉、超绝万物———当他判

决一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有’，它就有了。 真主确是我的主，也确是你们

的主，所以你们应当崇拜他。 这是正路。”（１９：３３－３６）

如果我们试图在反伊斯兰话语的前提下理解《古兰经》中的上述经文，便可发

现，对经文先前的理解（ｐ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和任何有关伊斯兰真理论题充满意义的对

话过程中存在的解释学空间，显然都“没有对一个潜在事实进行辩护，即完整的对话

几乎都出现在极其有限的话语内”②。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曾被誉为“反穆斯林十字

军之父”的格列高利教皇（Ｐｏｐ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③无视或混淆伊斯兰教的实际主张，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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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示和理解了对伊斯兰和穆罕默德先知的争论性、欺骗性和恶毒的解读有着真实的基督教背景。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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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 他没有区分异教徒与撒拉逊人（Ｓａｒａｃｅｎｓ），也没有

认清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和基督教自身的敌人之间的差异。 格列高利教皇认为当时

统治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异教徒”都是“不信仰神的人”。① 但实际上，西班牙正是

被信仰真主的信徒所征服的。
关键问题在于，反伊斯兰话语是否有利于 １１ 世纪的欧洲大国实现自身利益？ 当

时的欧洲地区正受到多方面挑战，如教会正在失去对公共领域合法判决权的制度性

控制。 加洛林帝国（８００～８８８ 年）在查理三世②去世后渐趋瓦解。 加洛林帝国查理一

世加冕时，被大教皇列奥三世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ｐｅ Ｌｅｏ ＩＩＩ） 称为 “神圣罗马皇帝” （Ｈｏｌｙ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最初，加洛林帝国中央集权统治着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不同国

家和地区，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们开始逐渐挣脱“神圣罗马皇帝”的集权桎梏。
具有特定民族的君主制的兴起，挑战了教会享有的传统普遍权威，即法律空间

的判决权，甚至对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也构成了挑战。 这些被任命的神职人员同时

履行着两种职能：他们首先是信众的精神领袖，其次是“当地极为富有和实力强大的

土地所有者”③。 法国和德国等君主国的先后崛起，不仅开启了“神圣罗马皇帝”政
治权威弱化的进程，而且对教皇特权（Ｐａｐａｌ Ｐ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ｖｅ）和关涉政治和经济事务实际

决策的立法垄断权提出质疑，而这些权力本来就应归君主所有。 新兴君主国对“集
中控制其王国领地内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兴趣。④

上述事实表明，１１ 世纪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新兴君主国开始寻求新

的政治认同，摆脱中央集权王朝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性结构的控制，以及宗教阶

层的全面控制。 因此，当时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兴起，“教会与国家争

夺上述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才是 １１ 世纪欧洲的主要问题”⑤。
随着教俗势力之间分歧的扩大，这种结构性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教会在其划定

的公共领域中的主导权逐渐减弱。 为此，教皇格列高利提出依靠特定的权力机制解

决这一结构性困境，如“从欧洲骑士团中招募成员组建教皇战斗部队‘圣彼得民兵’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ｏｆ Ｓｔ． Ｐｅｔｅｒ），用以打击异端和行使教会对世俗对手的权力”⑥。 通过认定一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接上页注③）这种具有争论性的阐释造成了对穆罕默德先知的人格谋杀（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 西方世界

文献足以被用作发动针对穆斯林的反伊斯兰运动。 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Ｓｔｕｂｂ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ｈｏｍｅｔ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Ｍｏｈｏｍｅｔ Ａｎｄ ａ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ｍ ａｎｄ Ｈｉ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ｌｕｍｎ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ｏｐｉ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ｒｎｂｙ ｏｆ Ｐｉｐ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１７０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ａｈｏｒｅ， １９１１．

①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４７．
查理三世也被称为“胖子查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４４．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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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崛起的力量正在对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权威构成全球性威胁，罗马教皇组建军队便

有了正当理由。 否则，这种建军主张就会被解释为新兴君主世俗骑士团的反对力

量。 于是，伊斯兰教被定义为“强势占领（东方）基督教帝国的异教族类”①。
建立教皇军队本质上是一个内部问题，即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世俗国家行为体

之间的官僚体系出现失衡。 然而，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的恶意解释，
为建立罗马教皇军队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伊斯兰教在东方的兴起被认为是

邪恶的，全人类的未来因这种“邪恶”而处于危险之中，具体表现为“阿拉伯人的到来

及其在本土‘诺森布里亚（Ｎｏｒｔｈｕｍｂｒｉａ）’②制造了原因不明的麻烦”③。 需要指出的

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对欧洲新兴君主国而言既不是问题（成为与之对抗的王朝），也
不是政治威胁。 伊斯兰教的崛起被系统化地运用于重振因新兴势力崛起而处于衰

落状态的基督教的宗教话语，这股新兴势力通过发掘新的世俗的政治基础来为政治

主权辩护。 所有为维持宗教优越性而正在失去重要性或解释空间的宗教符号遂得

到恢复，各种宗教符号的内涵都在反伊斯兰话语的语境中得到进一步解释。 这种话

语使得善与恶、罪与消除原罪、不信教与信教、和平与残暴等宗教符号和象征得以复

兴。 神圣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仅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替代品，更被视为“邪恶的完

美化身”，一个“彻头彻尾的妖魔”④。

·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４６．
诺森布里亚是盎格鲁人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作者借诺森布里亚在大不列颠的崛起来比喻伊

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及其扩张。 ———译者注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５１．
反伊斯兰的范围并不限于基督教神职人员特定的神学表述。 文献的范围涵盖了从神学到历史，政治

到艺术、文学甚至是神秘主义等。 显示出蓄意地、全面地和系统性地混淆视听。 这些文献试图提供所有关于伊

斯兰的欺骗的、非人的、去神性的和妖魔化的图景。 基于这些毫无根据的错误预言、恐惧和欺骗性的迷信，伊斯

兰不仅被理解为具有反对基督教价值观的破坏性力量，以及对人本价值观和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全面破坏。 需

要全面了解，可参考以下文献：Ｏｒｄｅｒｉｃｕｓ Ｖｉｔａｌｉｓ， Ｇｕｉｚｏｔ． Ｍ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Ｎｏｒ⁃
ｍａｎｄｙ， Ｖｏｌ．ＩＩ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Ｈｅｎｒｙ Ｇ． Ｂｏｈｎ， １８５４； Ｔ． Ａ． Ａｒ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Ｌｅｇａｃｙ 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２０１０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ａｒｉｓ Ｒｏｇｅｒ ｏｆ Ｗｅｎｄｏｖｅｒ ｓ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 Ａ． Ｇｉｌｅｓ， Ｄ． Ｃ． Ｌ．， Ｖｏｌ．Ｉ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Ｈｅｎｒｙ Ｇ． Ｂｏｈｎ， １８４９； Ｈｅｎｒ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ｕｃｋ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Ｖｏｌ． Ｉ－ＩＩ ，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Ｇｒｅｅｎ， １８６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Ｃｕｒｉｏ， Ａ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ｒａ⁃
ｃｅ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Ｈｅｎｒｙ Ｇ． Ｂｏｈｎ， １８４７；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ｉｎ Ｌｉｔｈｇｏｗ 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１６３４ （ ｒｅｐｒｉｎｔ １９０６）；
Ｊ． ａｎｄ Ｂ． Ｓｐｒｉｎｔ Ｂｅｎｊ． Ｔｏｏｋｅ Ｊｅｒｅｍｉａｈ Ｂａｔｌｅｙ ａｎｄ Ｓ． Ｂｕｒｒｏｗ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Ｖｏｌ． １－２，Ｌｏｎ⁃
ｄｏｎ， １７１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 Ｒｏｄｄ， １８１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
ｓａｄｅ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ｄｙ Ｄｕｆｆ Ｇｏｒｄｏｎ； Ｙｏｒｋ Ｐｌａｙ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ｕｃｙ Ｔ． Ｓｍｉｔｈ， １８８５；Ｔｏｗｎｅｌｅｙ Ｐｌａｙｓ ＩＸ Ｃａｅｓａｒ Ａｕｇｕｓ⁃
ｔｕｓ Ｅ．Ｅ． Ｔｅｘ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９７；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Ｐｌａｙ， ＸＸＸ Ｓｈａ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４１； Ｗ． Ｗａｇｎｅｒ， Ｗ． Ｓ． Ｗ． Ａｎ⁃
ｓｏｎ， Ｅ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Ｌｅｇａｃｙ 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２０１０；Ｄａｎｔｅ ｉｎ Ｈｉｓ Ｄｉｖｉｎｅ Ｃｏｍｅｄｙ Ｐｌａｃ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Ｐ．Ｂ．Ｕ．Ｈ． ｉｎ ｔｏ Ｈｅｌｌ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ａｚｒａｔ Ａｌｉ  Ｍ．Ｒ．Ｉ．Ｐ．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Ｑｕｅｅ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ａｒｔ ＩＩ Ｐａｒｋ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４５； Ｂａｌｅ 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Ｐａｒｋ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４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ｏｓｓ， 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ｌ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Ｇｅｌｅ Ｅｃｃｏ，２０１０；Ｐｅｔｅｒ Ｈｅｙｌｙｎ，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ＥＢＯ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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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到来及其在军事和宗教上的成功，都以上述方式被解读，似乎伊斯兰

威胁不仅关乎领地性质，而且关乎“精神本质”和本体论性质。 “在一神论主导的公

元 ７２９ 年，两颗彗星出现在太阳周围，向所有看到的人展现出惊人的恐怖。”①这一场

景被英国神学家比德（Ｖｅｎｅｒａｂｌｅ Ｂｅｄｅ）视为邪恶崛起的标志，即穆斯林来到欧洲。②

显然，伊斯兰教的威胁因其本质被妖魔化而具有了本体论和“属灵” （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的动

力，世俗的骑士团对此“邪恶势力”无能为力，基督教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应对“邪恶势

力”的挑战。 比德进一步断言，基督教骑士团将战胜这种威胁。③

根据上述预言，穆斯林的兴起是“邪恶的崛起”，邪恶话语最终复兴了宗教和神

圣性的话语。 这场“神圣的战争（ｈｏｌｙ ｗａｒ）”和战争目标业已确定，但如果不提及教

会的普世权威，战争及其目标便会失去意义。 由此，反伊斯兰话语同时发挥了三重

功能：第一，反伊斯兰话语使建立罗马教皇军队合法化，该军队最终强化了教皇在公

共领域的特权，使其超越了纯神学解释者的身份；第二，宗教或精神理想的社会化最

终反映在大规模发展信徒方面，只有那些“以教皇名义战斗的人”才会获得消除原罪

的保证；④第三，十字军现象也被用来遏制世俗君主的野心及其影响，世俗君主的野

心与控制社会政治秩序的教会霸权形成了直接冲突。 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这些与神圣教皇争夺权力的世俗派对手“开始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团

寻求帮助”⑤。
莱昂斯（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在分析中指出了最关键的一点，即应将伊斯兰教的兴起

区别于伊斯兰教话语的兴起。 他指出了对抗的现状是教皇如何利用反伊斯兰话语

保护其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即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
有趣的是，西方世界启蒙运动和反伊斯兰话语同时兴起，这是因为西方人的思

想发生了变化，质疑（信仰）者（ｍａｎ⁃ｏｆ⁃ｄｏｕｂｔ）与信仰者（ｍａｎ⁃ｏｆ⁃ｆａｉｔｈ）存在不同的优

先关切。 为理解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世俗事务看法的转变，卡林（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Ｋａｌｉｎ）将但

丁作为个案进行了研究。 但丁并非质疑（信仰）者，而是一位中世纪古典艺术家，但

他智识上的敏锐性使其对伊斯兰文化的世俗活力及哲学表达作出了正面评价。 然

而，在反伊斯兰宗教话语占主导的环境中，但丁将伊本·西拿⑥、伊本·鲁世德⑦甚

至十字军的著名对手萨拉丁置于先知穆罕默德和阿里之前。 在《神曲》中，但丁将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５１．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ｐ． ４５．
Ｉｂｉｄ．， ｐ． ４７．
西方世界将伊本·西那称为阿维森纳（Ａｖｉｃｅｎｎａ）。
西方世界将伊本·鲁世德称为阿威罗伊（Ａｖｅｒｒｏ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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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女婿即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置于（深层的）地狱中。 相比之下，

他却把萨拉丁、伊本·西拿和伊本·鲁世德放在了地狱的外缘（Ｌｉｍｂｏ）。①

新的反伊斯兰话语（ ａｎｔｉ⁃ａｎｔｉ⁃Ｉｓｌａ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伊斯兰

文化和理智的某些特征选择性地进行抽象化处理，忽视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和神学身

份。 诚然，这种话语没有反伊斯兰话语成熟。 人们能够举出许多源于西方的例子，

西方知识界详细阐述与评价了伊斯兰文化的特征与发展动力。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

尽管“欧洲学者关注伊斯兰文化，却忽视了 １１ 世纪和 １２ 世纪伊斯兰的宗教地位，这

促成了哈斯金斯（Ｃ． Ｈ． Ｈａｓｋｉｎｓ）所言的‘１２ 世纪的文艺复兴’”②。

新的反伊斯兰话语的第二个特点是，将伊斯兰教从天启的普世宗教降格为一种

基于虚假宗教信仰的特定文化表达。 伊斯兰文化对美学、哲学、数学和科学等领域

做出了诸多贡献。 有趣的是，许多西方作品虽肯定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时期的文化交

流，却形成了 “拒绝将伊斯兰视为宗教而又钦羡其文化成就的双重态度”③，桑

迪（Ｓａｎｄｙ）著作中的例子即为明证。 然而，不只是桑迪的著作如此。 卡林、圣约

翰（Ｓｔ． Ｊｏｈ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帕斯卡（Ｐａｓｃａｌ）、彼得·贝勒（Ｐｅｔｅｒ Ｂａｙｌｅ）、斯图伯（Ｓｔｕｂｂｅ）、

斯威登堡（Ｓｗｅｄｅｎｂｏｒｇ）和伏尔泰等④虽然不把伊斯兰教视为真正的宗教，但也将穆

罕默德视作真正的先知，同时强调伊斯兰是一种具有多样性的文化。 例如，“斯图伯

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认为他是一个世界性人物。 如

果不考虑穆罕默德宣称得到来自真主的启示，他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值得赞赏。”⑤

爱德华（Ｐ． Ｅｄｗａｒｄ）、乔治·萨勒（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ｌｅ）和卡莱尔（Ｃａｒｌｙｌｅ）都有相同的表述。

因此，尽管这些思想家对伊斯兰教作为天启宗教的真实性和真正价值都持怀疑态

度，但伊斯兰教的某些方面仍吸引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古兰

经》的基础被否定，“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具有人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却（经常）引用伊斯

兰教先知的个人品质”⑥。 卡莱尔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赞赏体现出其人本主义观念和

世俗论断。 关于先知，他写道：“让我们试着理解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过去和现在

的世界对他意味着什么，这将是一个更具责任性的问题。”⑦

这种对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品质的人本主义阐释，服务于不同的智识目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Ｋａｌｉｎ，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９ ／ １１，”
ｐ． １５０．

Ｉｂｉｄ， ｐ． １４９．
Ｉｂｉｄ．， ｐ． １５３．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５３－１６０．
Ｉｂｉｄ．， ｐ． １５８．
Ｉｂｉｄ．， ｐ． １５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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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在合法的公共领域决策方面，认定基督教内部缺乏凝聚力；第二，教皇特权

及其在开放社会发展中的对抗作用具有局限性；第三，“仅仅是为了珍视他们的世俗

人文主义哲学史。”①

二、 西方启蒙运动与宗教地位的演变

“人应该是怎样的”是人类存在的最根本问题之一，思想史揭示出知识分子大多

都在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原教旨主义②（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
反原教旨主义、至善主义（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与反至善主义等传统二分法，都是在本体论

和目的论上解释“我们是谁”的结果。 因此，我们试图用本体论或道义论的阐释来证

明我们的规范性立场。
宗教共同体特别是天启宗教的共同体，都是本质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和至善

主义的。 它们依赖特定的神学假设证明其本体论和目的论，这被哲学家这一质疑群

体所低估了。 因此，知识分子对抗的传统范式之一出现在信仰者和质疑者的理论分

歧中，即如何回答“人应该是怎样的”特别是在现代思想的语境中，哲学中的不作预

设的主张本身就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在认识论层面， “无可置疑的证据”
（ａｐｏｄｉｃ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范畴是可能的。 进一步的假设是，在此“不言自明的证据”（ ｓｅｌｆ⁃
ｅｖｉｄ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的基础上，人们能够给出关于现实、知识、道德、价值和审美等问题

绝对的、确定的和普遍的答案。
某些信仰者也同意“不言自明的证据”这一认识论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理

性的先验能力在启蒙运动兴起之前就已得到众多基督徒和伊斯兰学者（特别是穆尔

太齐赖派）的承认。 他们还试图为知识分子提出的有关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价
值论和美学问题提供一个抽象的答案。 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造成了一种假象，即本

质上和形式上可以通过抽象的纯粹理性获得天启。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精神已经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并以启蒙运动的形式

表现出来：“他们质疑和批判曾经尊崇的一切，直到他们审视上帝，发现不可能相信

上帝的天命。 尼采认为，这不是怀疑论，而是基督徒的正直最终‘杀死了’上帝。”③

·５２·

①

②

③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Ｋａｌｉｎ，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９ ／ １１，”
ｐ． １５９．

国内学界多把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译为“基要主义”，该词也是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原教旨主义）的前身，本文

为了保持行文一致，均使用“原教旨主义”。 ———译者注

“上帝之死”是对基督教神学在理智上失败的象征性承认。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Ａｒｔ Ｖｏｌ． ＩＩ 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ａｖｉｄ Ｋｒ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６１； Ｍａｒｋ Ｊ． Ｌｕｔｚ， “Ｓ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ｉｒｔｕ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４， １９９７， ｐ． 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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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意义上讲，启蒙运动在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它还声称拥有绝对的认识

论基础，不仅回答了“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也回答了“我们应该怎么样”。 现代思想

史和现代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同科学工业复合体自我扩张机制之间的有机关系及时

地回应了狂人尼采的宣言，并试图填补“上帝之死”留下的空白。
上述情况反映了当代西方文明的人本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本质。 毋庸置疑的是，

宗教是西方现实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宗教在特定公共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

取决于如何以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现实。 驳斥“上帝中心论”和“上帝代表说”（如
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都源自欧洲人的历史经验，任何外部入侵者都未曾这样做过。
驳斥基督教的认识论权威、基督教特权、基督教主导公共领域的道德权威及相应制

度等都不是在新月地带发生的。 基督教及其价值观却倒在了他们自己的刀下。 “上
帝死了。 上帝复活不了。 我们杀了他。 我们如何宽慰自己，万屠之屠（ｍｕ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ｍｕｒｄｅｒｓ）？ 世上最神圣、最强大的神已经在我们屠刀下流血至死。”①

世俗挫败宗教并不是针对“信仰者”的阴谋的结果，而是启蒙时期认识论发生

转变的结果。 这不仅改变了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改变了因果论问题的

秩序。 现代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认识论取代了本体论。 这种转变使现代

认识论成为分析一切宗教本体论主张的前提条件，在认识论上存在缺陷的主张都

被清除出知识领域。 因此，世俗化不是“国家—宗教”二分法的结果，而是将认识

论从上帝的启示中解放出来，作为现代知识的一个条件。 驳斥天启作为知识的终

极来源是“上帝之死”和现代人的诞生，普遍有效的理性决定了现代人的认识。 现

代人的诞生填补了所谓“上帝之死”造成的真空。 “谁会从我们身上抹去这块血

迹？ 我们如何用水洗净我们自己？ 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赎罪节以及神圣的游戏？
这种伟大行为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过于伟大？ 我们自己不应成为神，只是为了证明

我们的价值？”②

毫无疑问，“上帝之死”是“启蒙（Ａｕｆｋｌäｒｕｎｇ）”中最著名的一个方面，③因为启蒙

思想实际上已对基督教权威决定权的认识论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应该是什么”或

“人应该是怎么样的”。 它不仅涉及消除基督教认识论权威的合法性，而且事实上也

·６２·

①

②

③

“上帝之死”是对基督教神学在理智上失败的象征性承认。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Ａｒｔ Ｖｏｌ． ＩＩ 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ａｖｉｄ Ｋｒ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６１； Ｍａｒｋ Ｊ． Ｌｕｔｚ， “Ｓ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ｉｒｔｕ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４， １９９７， ｐ． １１３１．

参见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Ｔｈｅ Ｇａ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ｉｎ Ｒｈ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Ｗａｌｔｅｒ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４．

参见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 Ｈ． Ｂ． Ｎｉｓｂｅｔ，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Ａ， ２０１０；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 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Ｒｅａ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４。 上述文献都试图回答了到底什么是“启蒙（Ａｕｆｋｌäｒｕｎｇ）”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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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涉消除任何超越理性领域的超人或非人类权威的合法性。 康德指出，带有启蒙运

动印记的“出路（ｗａｙ ｏｕｔ）”是一个将我们从“不成熟”状态中释放出来的过程。① 借

助元理性的终极目的（ｍｅｔ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ｏｓ）实现自我投降和向任何权威自我放弃人类

自主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② 康德所指的不成熟（ ｉｍｍａｔｕｒｉｔｙ）其实是“我们的意志所

处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他者的权威，导致我们进入需要使用理性的

领域”③。
最值得称颂的现代性思想就是发现了“无可置疑的证据”的范围，这是普世文明

的基础。 不言自明的理性基础提供了一个无需预设、毫无偏见、拒绝歧视的社会政

治的现实世界，每个人都依自主意志行事。 现代启蒙运动希望“人类将在基于共同

的人性和理性道德的普世文明中消灭他们传统的忠诚和地方认同”④。
后现代思想认为这种希望无法实现，因为它建立在支离破碎的哲学理论之上，

衍生出矛盾的制度性机制，在理论上证明自身是人类自主权和自决权的最终来源。
但与此相反的是，多样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及其对应的社会关系、政治和经济制

度都来源于现代话语下的理性，这种理性放弃了人类自由的可能性。 “我们可否得

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实践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运动反而已经被理性自身的统治所颠

覆，日益攫取着自由的地位。”⑤

自由与普世有效的理性之间存在的非连贯性平衡（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在本质

上是有问题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想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贡

献，尤其在后现代文献中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因此，启蒙思想的普遍不可争议性特

别是其现代形式受到了质疑。 这种日益高涨的后现代话语声称，我们正生活在“一
个启蒙运动计划日益衰弱的著名时代”⑥。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等现代主义的捍卫者将后现代批判视作启蒙运动计划的威

胁，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哲学非理性主义。⑦ 然而，福柯对这种针对阿多诺（Ａｄｏｒｎｏ）等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 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Ｒｅａｄｅｒ，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４， ｐ． ３０５．

当我们捍卫宗教时，需要随时留意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准。 宗教不仅是活的替代性方式，也是本质上安

拉揭示的、先知解释的并由伊斯兰学者通过乌玛（ ｌｊｍａ⁃ｅ⁃Ｕｍｍａｔ）传达的绝对、特定的普世真理，形而上学的认

识论可见、目的论上确定的整个人类存在的领域都建立于其上。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 ３０５．
Ｊｏｈｎ Ｇｒａ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Ｗａｋ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ｐ． ２．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Ｍａｒｘ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ｕｃｃｉｏ Ｔｒｏｍｂａｒｄｏｒｉ， Ｒ．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ｓｃａｔｉｏ，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ｅｍｉｏ Ｔｅｘｔ（ｅ），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１７－１１８．
Ｊｏｈｎ Ｇｒａ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Ｗａｋ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ｐ． ２．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ｗｅｌ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Ｇ．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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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指责表示不满。 福柯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坚定捍卫者。① 根据批判理论的观点，
这种单向度的现代化过程存在问题，现代制度在当代以人类自主权唯一的、最终的

基础，以及依赖普世有效理性前所未有的过程被呈现出来。 现代主义是决定国家之

间和国内关系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也是决定国内、区域和国际生产交流模式以及

整个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话语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 所有信奉现代话语实践及其

普遍制度化具有不可争议性的人，都是被启蒙胁迫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认为在现代

化过程中只有一种形式的理性。 源于普遍有效理性的表达和制度化的现实世界可

能是话语理性的最佳表达。 阿多诺和福柯都反对只有一种“理性形式”的假设，任何

对这种理性形式的否定即对启蒙运动计划及其所有可能的表现的全盘否定。 福柯

和阿多诺除接受现代制度化的话语实践外，还接受其他形式或以其他方式表现的理

性在理论上具有可能性。
上述情况表明，不论是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批判以及对其相关社会政治制度化的

批判，还是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都不是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产物。 如同许

多现代主义的捍卫者所声称的那样，它是主流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目标之一，要么接

受理性的现代制度化的普世性，要么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这意味着当代社会的现代

性话语是反启蒙倾向的受害者。 通过独裁的官僚秩序，它不仅强加了特定的“理性

形式”，更使得“对理性的理性批判成为不可能”。②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和韦伯都不同意将个人自由与理性直接划上等号。 韦伯认

为，如果没有完整的官僚化机制，就没有现代启蒙运动的表现，自由资本主义将无法

实现治理。 韦伯声称，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制度秩序是一种控制机制和官僚约束，
否认了人类的主体性和自主权。 “在工厂、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和大学院系，到处都

能找到集中通过科层制控制人类机构的方式。”③这意味着在官僚结构化的机构中，
个人自由可能只是一种假象。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人类自主的梦想在自由资本主

义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中是无法实现的。 换句话说，如果现代化和官僚化是有机地相

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按照韦伯所言，“不论经济制度是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

为基础，都没有区别”④。
人的自主权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它甚至经受住了对现代性及其制度的后现

代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承认人类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是现代性的一种优点。 根据

·８２·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 ３１４．
Ｄａｖｉｄ Ｃ． Ｈｏ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Ｃ． Ｈｏ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ｅｄ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９４， ｐ． １４５．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Ｓｐｅｉｒｓ， ｅｄｓ．， Ｗｅｂ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２８１．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 ２２３．



西方原教旨主义话语的兴起及其本质


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观点，真正的启蒙精神是一种持续的、试图拓展人类意图

和自主权界限的“哲学诘问”过程。 福柯认为，“我一直在寻求……强调一种哲学诘

问———一个植根于启蒙，同时追问人与现在的关系、人的历史存在模式和自我作为

一个自主主体的构成问题”①。
后现代主义思想坚信，现代主义者依赖理性并将其作为获得自由唯一合法的手

段，这毫无疑问最终会将人的精神关进理性的牢笼，从而对人自主获得生活意义的

能力造成消极影响。
在现代工具理性的约束下，人的主体自主性无一例外地被现代制度秩序所支

配。 根据克林格（Ｋｌｉｎｇｅｒ）的观点，现代官僚秩序的理性化过程破坏了现代自主性

进程的重要性，这种自主性进程与实现人类自主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她引用了

图赖纳（Ｔｏｕｒａｉｎｅ）的如下观点：“现代性并非基于一个单一的原则……它是理性和

主观性对话的结果。”②现代性困境在于人们从理性化和主观化的不同视角来解读

人类自主权，正如克林格所言：“从理性化视角看，自主权是按照功能、效率、权宜、经
济和物质效用的路径来界定的，而不考虑宗教或道德命令等更高层次的观点。”③从

人的自主性角度来看，“自主权意味着在分层的永恒秩序中，人类将不再被赋予地

位、等级和位置，而是自由地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和本质，并确定目标。”④

现代思想史揭示了理性化过程对于与主体一致的自主性构想的损害，“自主权

的地位得到强化，或者如图赖纳所说，主体受困于对身份的纠缠中，随着理性、制度

和主体性之间的裂痕加深，其结果是：“没有理性，主体将受困于身份纠缠中；没有主

体，理性变成权力的工具。”⑤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性实际上是重现被“现代理性殖民化”所忽视的现代主体性

的话语，⑥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毫无疑问，后现代话语的主体化过程变得更加激

进；最初只是一个现代性议题，将或然的（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流变的此在（Ｄａｓｅｉｎ）和反原教

旨主义替换成原教旨主义。 人们承认，“归于理想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身份的灵活

性、自反性（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流动性、可变性、创造性、开放性、（自我）讽刺，远不及在一个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 ３１２．
Ｔｏｕｒａｉｎｅ Ａｌａ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ｃｃｙ，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ｌａｃｋ Ｗｅｌｌ， １９９５， ｐ． ６；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Ｋｌｉｎｇ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ｐ． １２１．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Ｋｌｉｎｇ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 １２１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ｐ． １３２．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ｔｒａｎ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ａｎｄ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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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开明和自由的时代产生的成就，但至少它将自我从本质主义的主题中释放

出来”①。

三、 原教旨主义话语叙事的本质

“宗教的社会功能与真实或虚假无关，不论我们认为这些宗教是错误的，甚至是

被滥用的，还是可憎的，如野蛮部落的宗教可能是社会机制重要和有效的组成部分，

但如果没有这些‘虚假’的宗教，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便无从谈起。”②这段话

为理解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人们可以看到在原教旨主义话语的口号下，认

识反伊斯兰叙事对重现现代性精神发挥的补充作用。 布朗（Ａｌｆｒｅ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对

宗教的作用作了社会学解释，他认为宗教是一种现代社会构建的媒介，使我们能够

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话语的非预期范式和补充功能，重新证明现代约束机制是使

人类的存在变得有意义的一种在美学上更具可行性的选择。

在西方反伊斯兰话语的条件下，“伊斯兰威胁论”（即原教旨主义伊斯兰）为证明

现代性比以下情形提供了更合理的理论基础：暴力、退步和反人本主义的“好斗的法

西斯主义（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ｆａｓｃｉｓｍ）”，即原教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的非理性

主义。

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倾向理论上可以抵消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制度机制的批判。

原教旨主义叙事的兴起已被反伊斯兰话语描述为全球性威胁。 因此，它的理论及其

制度性回应也应该具有全球性。 “全球原教旨主义威胁”的假设揭示出后现代思想

运用理论和制度适当回应这种全球性威胁假设的能力。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精神

的批判可能是对理论上不一致和矛盾的制度机构作出的理性阐释，以保证人的自主

权，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没有为超越现代性话语实践提供任何实质

性的政治程序或制度秩序的潜力。 在欧洲，反对原教旨主义话语的现代性话语实践

的表现不仅是反现代的，也是反人本主义的，是倒退的、偏狭的和反自由的政治意识

形态。

·０３·

①

②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福柯和其他后现代主义学者不遗余力地开展启蒙运动。 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对

现代惩戒性权力的批判是哲学无政府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是不合理的。 其实，对于启蒙运动的理解只是在解

释学上存在差异。 例如，现代性的捍卫者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依靠理性制度化之后的“理性”和自由的最高

状态。 福柯虽然重新思考设定在理性与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但福柯并不认为现代惩戒性权力及其相关制度

形式的内部批判是对启蒙的背叛。 相反，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启蒙精神的体现。 在最严格意义上，对现代惩戒性

权力机制的理性批判是试图扩展可能性的可能性（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参见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Ｋｌｉｎｇ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 １３３。 ———译者注

Ａｌｆｒｅｄ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ｅｓ⁃Ｍｏｇｇ， １９９１． ｐ．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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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主义叙事无法通过后现代理性主义对现代制度秩序的断章取义进行反

驳，因为原教旨主义叙事已经重振了现代主义的传统哲学问题，即宏大叙事的普世

性、本质主义、原教旨主义、绝对主义，客观的普遍道德标准和依赖超验的、非人类的

权威对公共秩序做出决定。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拒绝现代宏大叙事的普世性，每
一种宏大叙事只是一种叙事，但这并不意味它们会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叙事及现代

叙事同等的地位。
对哲学与政治之间传统有机关系的解构也是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 如

果没有现代话语下的制度秩序，或然性、相对性和自发性等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最终

会演变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实用主义。 现代话语已明确指出，反原教旨主义、后现代

国际主义不能转化为可行的政策框架来应对欧洲内部和穆斯林世界原教旨主义造

成的所谓的全球性威胁。
后现代理性主义本质上缺乏独立性，一旦缺乏现代性它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和难

以生存。 换句话说，没有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现实世界，后现代主义对自治、或然性和

相对性的迫切需求将变得毫无意义。
虽然后现代思想通过科学化与现代化确立了约束和惩罚机制，实际上却颠覆了

个人自由的可能性，放弃了人类理性以其他形式表现的可能性。 然而，在反伊斯兰

话语下，原教旨主义是另一种具有“奇特幻想（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ｆａｎｔａｓｉｅｓ）”①的他者，后现

代主义者不可能接受原教旨主义，因为使用反伊斯兰话语的人声称原教旨主义具有

极权和胁迫的倾向。
毋庸置疑，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已开始运用后现代相对主义来对抗现代霸权的惩

戒性权力（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这种权力被认为是在西方世界内外对穆斯林自由决

定如何行事的选择权的威胁。 海恩斯（Ｈａｙｎｅｓ）认为，穆斯林世界后现代思想的受众

不同于西方。 在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是用来动员受过教育和理想幻灭群体的意识

形态，他们是“后发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特有的选举权被剥夺、期待无法实现”的受害

者②，这实际上是尤本 （ Ｅｕｂｅｎ） 所说的 “原教旨主义的支持者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理论，海恩斯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贫困的同义词，导致穷人特别容易

接受把原教旨主义作为动员的意识形态”③。 在反伊斯兰话语条件下，当代原教旨主

义叙事形式同时具有多种功能。
首先，原教旨主义叙事使所有本质上代表西方世界现代性话语的词汇重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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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Ｉ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 ５３．
Ｒｏｘａｎｎｅ Ｌｅｓｌｉｅ Ｅｕｂｅｎ， Ｅｎｅ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２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ｙｎ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ｓｐｅｃｔｕ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４， １９９７， ｐ． 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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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如普世价值、绝对、本质或基础，或者评价人的绝对道德标准、行动、行为、欲望甚

至想象，这些都是基于本体论基础和目的论的认识论基础。

其次，从现代视角来看，相对富裕的后现代主义阶级而言，伊斯兰教被视为现代

主义难以承受的一个替代物。 毫无疑问，后现代相对主义可以承认伊斯兰教是西方

文化的一种多样化表达，但要剔除其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解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教旨主义叙事使穆斯林已经在西方世界变得更加突出。

欧洲数百万穆斯林试图解决史密斯提出的三个问题①中的第一个，即如何获得食物

和住所？ 而许多普通穆斯林已经解决了另外两个问题，即社会和宗教问题。

西方国家对穆斯林世界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反恐战争，在规范上和结构上

都是现代主义的。 根据海恩斯的观点，西方穆斯林正经历着从以民族为中心的传统

网络向新的社会群体结构的转换。② 这种所谓的攻击性策略，如“９·１１”事件后西方

世界穆斯林群体中非国家行为体采用的策略，已经使穆斯林的承诺和社会合法性受

到质疑。 于是，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假设下，个人自治的界限被重新使用，更

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定义。 隐私、侵犯、监视、监禁（关塔那摩湾）和民族国家的局限性

及其宪法保障的概念出现了新的含义。

社交媒体、网络媒体和纸质媒体强调穆斯林社区具有“非理性、落后和中世纪”

或“惧怕现代性”的特点，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狂热的宗教，穆斯林是性变态、淫

荡、一夫多妻、压迫妇女或是兼而有之的群体，他们反对民主，蔑视西方的公民自由

理念，最终他们因西方世界未能复兴信仰而变得愤世嫉俗。③

在这些假想的关于穆斯林的谎言中，现代性的合理性得以彰显并被称颂。 现代

价值如公民自由、民主、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等，在大众读物以及内政外交政策中重

获生机并变得有意义。 穆斯林社会在现代话语实践的条件下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关

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不同辩论由此产生。 它们被确定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

穆斯林社区及其实践被视为西方自由的威胁，通过外交政策框架强制推行民主自由

秩序也被赋予合理性。

在原教旨主义叙事过分突出暴力的伊斯兰这一宏大叙事过程中，现代性宏大叙

事得以复兴。 在这种现代性宏大叙事中，西方穆斯林社区被重新视为对现有自由的

潜在威胁，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如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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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史密斯确定的使存在有意义的三个问题分别是：如何赢得食物和住所？ 如何与别人相处？ 以及如何

处理与整体的关系？ 他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自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与社会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宗教问题。
参见 Ｈｕｓ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 Ｗｈ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２００１， ｐ． １１。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ｙｎ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ｓｐｅｃｔｕｓ，” ｐ． ５６．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ｙｏｎｓ，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ｙ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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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尼亚等国的清真寺和宣礼塔的问题，德国统一后社会拒绝接受建立宗教场所的问

题，荷兰社会排斥穆斯林社区问题及清真寺的问题，法国的头巾问题以及社会多元

文化主义的局限性问题，伦敦地铁爆炸案后穆斯林社区受歧视的问题，等等。①

因此，人为制造的原教旨主义威胁以及西方世界对原教旨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

暴力化解读，事实上为穆斯林移民提供了唯一合理的选项，即包容性地接纳现代价

值观及其制度。 海恩斯承认，“穆斯林社区组织……似乎经常救济那些在城市中流

浪的人”②。 穆斯林社区可以提供一种赢得尊重的选择———成为事实上的慈善机

构———为现代现实世界提供无条件的支持。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原教旨主义和后现代叙事共存的事实不容否认，且两者对现代主义

进行了不同的批判，同时呈现如下事实：欧洲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和穆斯林世界中

的原教旨主义均为制度化扭曲的产物，这表明了所谓的现代性是存在问题的。 而在

反伊斯兰话语中，原教旨主义叙事因兴起于当代政治制度，它不仅为现代学者的后

现代批判提供了智力基础，而且提供了一种可行、合理和可持续性的话语转换实践。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教既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也不是现代的或温和的，

也不是自由主义或全球性的。 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教，它是天启的，需要人们用耐

心和决心还原其最初的样貌。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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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Ａｌｌｉｅｖｉ， ｅｄ．， Ｍｏｓｑｕ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Ｗｈｙ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Ｆ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１０．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 １７９．


